
大数据政治学: 新信息时代的
政治现象及其探析路径*

孟天广 郭凤林

［内容提要］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深入，数据科学 ( 大数据) 正在引发社

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大数据政治学至少在方法创新和学科发展两大领域的五
个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更便捷、更廉价、更大规模的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学新
方法的引入; 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整合; 政治学与计算科学、信息科学等跨学科
研究; 数据民主化所推进的政治知识平民化的传播和普及。随着大数据政治学
方兴未艾，国际学术界已积极将搜索引擎技术、自动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空
间分析等应用于政治传播、社会运动与战争、政治文本、投票与选举等政治现
象的研究中，并积累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中国学界正积极拥抱大数
据政治学，并在理解政府行为、政治传播、互联网政治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
索。
［关键词］大数据 政治学 自动文本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方法

* 本文受到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 2014 年先导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网络
舆情治理:政府干预在互联网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项目编号: 2014A02) 的资助。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苏
政和北京大学博士生邵梓捷的研究助理工作。

一、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现象
及其方法论革命

面对全球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科
学》杂志于 2008 年提出用 “大数据”来
讨论新信息时代 ( PB 时代) 的科学研
究。2012 年，《纽约时报》刊文宣告“大

数据时代已经到来”。著名信息技术研究
机构高德纳 ( Gartner ) 认为，大数据是
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确保更强的决策

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力的海量高速增长
和多样化的信息财富。①也有研究认为界
定大数据不能简单地以数据规模为准，而

要考虑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复杂程度。除了
数据规模，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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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还包括: 数据形式混合着结构化、非结
构化数据; 数据存储于不同的数据生产

者; 对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等
数据分析技术的要求较高，等等。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尤其是 Web 2. 0 时代网络数据和社
交数据的空前膨胀，传统的数据存储、管
理和分析能力已经难以顺应新信息时代的

客观要求。大数据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科
学和计算科学的发展前沿。综合起来，大
数据具有如下五大特征: ( 1 ) 超大规模
数据。大数据力图分析全数据，通常指
TB级别以上的数据量。 ( 2 ) 数据类型多
样化。大数据蕴含了文本、图片、视频、
音频、邮件、交易信息、社交网络信息等
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 3 ) 数据流动
速度快。大数据善于管理和分析动态变化
的数据流。 ( 4 ) 大数据蕴含了丰富的时
空信息。 ( 5 ) 大数据是贫矿，价值密度
低。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首先塑造着新信息

时代的政治现象。大数据不仅将政治活动
场域扩展到虚拟空间，还改造着政府、公
民、政党等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
关系。保罗·德克尔 ( Paul T. Decker )
将大数据视为 “颠覆性创新”，认为它带
来了“数据的民主化”，为研究者提供了
新机会，有助于推动更高效、更具创新性
且更透明的政府建设。②为了顺应大数据
时代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中国成立了国

家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积极致力于将

大数据方法应用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建设中，以确保网络繁荣、信息
安全和有效治理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国际社会积极将大数据应用于国际发

展、政治稳定和公共治理领域。联合国于
2009 年发起全球脉动计划，通过对网络

空间海量数据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预测

各国的失业率、疾病暴发、政治动乱等现
象，以此作为国际组织行为的依据。③美
国政府于 2012 年启动 “大数据研究和发
展倡议”，通过整合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
量数据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维护、分析和
共享相关成果以服务美国政府的政治利

益。④

新信息时代的大数据还成为影响现实

政治的关键因素。以脸书、推特等为代表
的新媒体正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力

量，2010 年底的 “阿拉伯之春”政治变
革正是源于网络社交平台。脸书和推特等
新媒体在 “阿拉伯之春”的酝酿、组织、
爆发、升级等各个环节均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在新社会运动中扮演着信息传播、动
员组织、全球呼应等重要角色。以我国为
例，大数据时代给舆情治理带来了严重挑

战。互联网时刻进行着信息更新，尤其是
自媒体信息，信息量得到了质的增长。互
联网的交互性极强，突破了地域、空间、
身份的限制，社会各阶层的观点、情绪和
诉求在网络空间中迅速集聚、碰撞、流
传，信息呈网状传播，速度快且传播范围

广，容易引发重大舆情危机，使得网络舆

情治理更为困难。
大数据一出现即挑战着传统的科学研

究方法论。图灵奖得主詹姆斯·格雷
( James Gray) 认为大数据时代将形成数
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 “第四范式” ( the
fourth paradigm) 。⑤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
将不再需要模型和假设，而是利用超级计

算直接分析海量数据，发现相关关系，从

而获得新知识。《自然》、《科学》等杂志
分别组织专刊讨论了大数据对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挑战和创新价值。
大数据正在引发政治学、经济学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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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的一场方法论革命。2009 年，戴
维·雷泽尔 ( David Lazer) 等在 《科学》
发文提出“计算社会科学” ( computation-
al social science) 的构想。他们认为，计
算社会科学正在兴起，人们将在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上采集和利用数据为社会科

学研究服务。⑥瑞·M. 张 ( Ray M. Chang)
探讨了大数据带来的社会科学范式的转

换，认为大数据带来了更便捷的数据收集

技术，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网络科学相
结合，正在向 “计算社会科学”和 “网
络社会科学” ( E － Social Science) 的方
向转变。⑦

菲利普·郎克尔( Philip J. Runkel) 等
人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即 “普
遍性” ( generality) 、“可控性” ( control)
和“现实性” ( reality) 三大目标难以同时
实现。而大数据的数据可获得性、低廉的
成本和设计上的便利，使得一些过去不能

做的研究成为可能，研究者过去所注重的

控制变量选择变得更为多元，实验设计可

以设定更多条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上述困境。在大数据推动社会科学范式转
换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学科间融合、新
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新的商业和组织环
境都会加速这种范式转换。这种转换涉及
诸多方面: 在研究视角上要实现不同学科

间研究方法、理论及测量上的整合; 在研
究方法上，研究者不再需要构建精巧的研

究设计来模拟现实，而是可以直接获取人

类行为和互动的基本信息，田野研究和实

验研究间的界线会逐渐模糊; 在样本选择

上，大数据可以突破传统抽样调查的样本

限制，观察性研究也能够大幅度提高数据

的采集频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大数据
会对研究方法产生重大影响，但理论的作

用并不会因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减弱，

仍然在科学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⑧

二、大数据政治学的研究主题

国内外学术界将大数据方法应用于政

治学已经初见端倪，并在涉及公共政策、
政治传播、选举与投票行为和社会运动的
广泛主题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

果。本部分将系统梳理政治学领域应用大
数据方法开展的研究主题及其成果。
公共政策

大数据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充满希

望，托马斯·库克 ( Thomas D. Cook) 热
情展望了大数据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前

景。大数据在提高政策描述和强化政策预
测能力方面具有强大潜力: 借助大数据技

术，个体、城市、国家层面以及群体数
据，尤其是大规模时间序列数据的实时获

取成为可能，会使研究者对公共政策的描

述和评估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为丰富。
此外，在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数据基础
上，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工具———成本收
益分析将更为适用。利用警察局犯罪数据
对稀缺警力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就是一个可

以直接运用大数据的公共政策问题。⑨贾
斯汀·基恩 ( Justin Keen) 着重探讨了卫
生服务信息公开在英国卫生服务领域的前

景。卫生服务领域已经具备了大量、完整
的信息，这些信息向第三方开放将会带来

巨大收益。瑏瑠

在许多政策领域，单一数据来源已经

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有效的

公共治理需要平行使用多个大型数据库。
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例，“9·11 事件”之
后，美国各大部门开始建立数据库，并逐

步实现数据库之间的共享和实时连接。比
如，美国海关总署要求航空公司提供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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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 ( 包括地址、电话、犯罪记录、
身份证号以及驾照号码等) ，交通部则建

立了将航空预定系统与私人、政府数据库
相连接的智能网络来对乘客进行定位，而

地方警局可以与这些数据库进行实时信息

交流。在医疗领域，卫生服务效用数据库
新近被开发出来，用于推进公共支付过程

的改革，其存储的实时支付数据在评估服

务绩效和描述质量波动时非常有用。在法
律实施和公共安全方面，纽约市将其警务

责任系统提升到预警层次，对紧急援助、
自行车道管理、林木规划等进行数字化管
理，通过在市长办公室视频上滚动显示不

同指标的实时结果，使官员和民众能够实

时掌握各个区域的情况。瑏瑡

政治传播

很多学者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互联网空

间的政治传播进行研究。作为一种虚拟公
共空间，互联网空间存在门户网站、网络
论坛、社交平台等公共空间，充斥着文
本、视频、关系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
息，为大数据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试验场。现有研究利用大数据方法探
讨了网络政治传播的方式、影响及其与传
统政治传播方式的联系。米歇尔·詹森
( Michael J. Jensen) 利用推特数据预测了
2011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他搜集了
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和 2011 年实际投票
结果，并利用推特应用程序接口搜集了爱

荷华州党内提名会议前的有关竞选人姓名

的推特留言，得到了 195737 位推特用户
的 697065 条推特留言，随后将每位竞选
人的推特提到率、民意调查支持率与实际
提名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尽管推特提到率

与最终投票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推特传播

中存在着一些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对于竞

选者有较大影响。瑏瑢

卡琳娜·拿翁 ( Karine Nahon) 考察
了政治竞选活动中视频博客传播的模式。
作者从网络视频中选择了 “政治”、 “选
举”、“大众”三大主题中排名前 100 的
视频，再由一名教授和三名博士生对 300
个视频的内容进行分类，最终获得了 120
个与选举相关的视频样本，随后利用谷歌

博客搜索技术寻找与 120 个视频链接的博
客，在清除了重复信息后共获得 9765 个
博主发布这些视频的 13173 篇博客。作者
根据每个博客日浏览量的不同，将博主区

分为精英、政治领袖、一般领袖和普通博
主四种类型。最后，作者通过多元时间序
列模型发现，网络信息传播并不是单向度

的 ( monolithic) ，精英和政治领袖是信息
传播的发起者，决定着信息传播的内容和

时间; 一般领袖和普通博主是信息接收者

和跟随者，维持着信息传播的链条。瑏瑣

社会运动

大数据使得获取个体层面数据变得更

为可行，不少学者利用大数据方法来预测

社会运动。海伦·玛格斯 ( Helen Mar-
getts) 指出，由于大数据能够提供个体行
为和意愿数据，使得研究者能够探讨一些

过去无法研究的问题，比如由网络社交平

台引发的“阿拉伯之春”。瑏瑤托马斯·沙德
福 ( Thomas Chadefaux) 利用文本分析方
法来预测大规模冲突事件，他分析了

1990—2013 年间 166 个国家的报纸文章，
来验证同期超过 200 次的战争冲突。运用
这些信息，他能够在 85%的置信水平下
推断下一年是否会发生战争，成功预测了

超过 70%的大规模战争。瑏瑥

现有研究非常关心网络社交平台对社

会运动的影响。奥丽莎 · 科特佐娃
( OlessiaKoltsova) 研究了俄罗斯网络社交
平台———交友网 ( Live Journal ) 中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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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bloggers) 在舆论引领中的角色。他
利用计算机模拟了微博大户的话题结构，

发现他们的关注度平均分布在 “社会—
政治”以及 “私人—娱乐”话题上，而
俄罗斯 2011 年的街头抗议能够从博客有
关政治的内容上得到明显体现。这种消息
最初在某个社会话题小组内部显现，很大

程度上充当了公共舆情的指示计。瑏瑦与此
类似，托马斯·兰德 ( Thomas Lansdall)
收集了 4 亿多条社交媒体信息，检验了经
济衰退对英国民众情绪的影响，发现了支

出削减声明与 2011 年 8 月骚乱之间的强
相关关系。瑏瑧

选举与投票

大数据在选举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基于谷歌搜索记录数据，莎娜·莱莉
( Shauna Reilly) 探究了 2008 年总统选举
前一周谷歌上投票法案名称 ( 或主题)

的搜索次数与实际投票率的关系。他选用
投票流失率 ( roll － off) 作为因变量，以
谷歌上 153 个投票法案的名称搜索率和主
题搜索率作为自变量。相关分析发现名称
搜索率和主题搜索率对投票流失率有负向

影响，即谷歌上对投票法案的搜索率越

高，选民放弃投票的可能性就越低。瑏瑨布
鲁斯·宾伯 ( Bruce Bimber) 介绍了大数
据在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发挥的重要作

用。奥巴马团队在竞选宣传时注重获得选
民个体化的信息，并基于模型化分析进行

更精准和更有技巧性的宣传。他们对人群
的分类不再是简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中

产阶级妇女或工薪阶层，而是包含了选民

的投票记录、慈善捐赠乃至音乐偏好、汽
车品牌、杂志订阅、社交网络等信息，对
选民进行更为个体化的分析和宣传。瑏瑩

史提芬·安索雷布哈尔 ( Stephen
Ansolabehere) 利用大数据探讨了民调中

自报投票率超过实际投票率的原因。他通
过凯利板 ( Catalist) 公司搜集了 50 个州
的投票登记数据，包括投票人姓名、住址
等信息，以姓名和住址为参照，与 2008
年国会选举调查数据库的受访者信息相匹

配，从而得到涵盖选民姓名、地址、性
别、年龄、自报投票记录以及实际投票情
况等信息的数据库，去除无回答的人数

后，形成一个由 26181 名选民组成的样
本。同时，作者也采用 “美国国家选举
研究”1988 年、1984 年和 1980 年的调查
数据。在这两大数据库的基础上，作者比
较了报告投票率 ( report vote rate ) 和有
效投票率 ( validated vote rate) 的时间变
化及其差异，并利用性别、年龄、教育、
宗教信仰、种族、婚姻状况、流动情况以
及党派等因素分别对报告投票率和有效投

票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缺失的自
报投票者集中在高教育程度、高收入、较
活跃的党派成员、经常参加教堂活动和流
动性较强的人口中，即流失的自报投票者

偏向相对优势群体，这种系统性偏差使得

利用民调数据预测投票情况会出现推论偏

差。瑐瑠

议会政治

有研究利用大数据方法考察西方国家

的议会政治，对议员的政治话语及行为展

开了实证研究。贾斯汀·格里默 ( Justin
Grimmer) 提出了议程表达模型来解释美
国参议员的行为逻辑，他利用自动文本分

析研究了美国参议员与选民的政治沟通。
他利用互联网搜集了美国参议院自 2007
年以来发布的 24000 余份新闻通告，利用
无人监督机器学习法，由计算机自动识别

单词并进行归类，然后应用贝叶斯分层分

析模型来预测特定参议员的议题关注。基
于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他发现每个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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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题关注与其他参议员的议题关注之间

存在着显著相关，重点关注议题的地域分

布具有一定的集聚性，议员对参议院拨款

法案的关注程度与他们对德敏特—麦凯恩
( Demint － McCain) 修正案的反对票呈现
正相关关系。瑐瑡

乔纳森·布莱特 ( Jonathan Bright )
利用议会文本记录分析了英国议会中议会

争论的演变特点。他利用英国议会解析网
站提供的议会资料，构建了 1936—2011
年间英国下议院发布的由 7. 4 亿个单词所
构成的数据库，利用自动编码技术对法

律、国防、环境、卫生、就业、权利、教
育、农业、经济等关键词进行了编码，对
这些词汇在这 75 年间的出现频率进行了
描绘，发现这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但也存在很大变化，争论变

得更加激烈，环境议题变得更为突出，而

农业等问题则逐渐衰落。同时，作者还对
不同的文本进行了自动的性别和身份识

别，分析了女性以及贵族身份议员在议会

争论中的地位和特点，发现前者倾向于较

长的发言时间，而后者被打断的频率更高

一些。瑐瑢

三、大数据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自动文本分析

政治文本分析是探析政治现象的重要

途径，是获取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观
测其随时间变化的重要方法。大数据技术
出现以前，人工编码数量浩瀚的政治文本

非常困难，而自动文本分析技术的出现可

以将这项繁琐的工作交由计算机处理，使

得这种大规模的文本分析成为可能。
格里默专门探讨了自动文本分析方法

的前景和 “陷阱”。他认为，文本分析的

核心工作是分类。分类有三种方法: 字典
法 ( dictionary methods ) ，根据关键词的
出现次数来确定文本; 有监督学习法

(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s) ，先由人工
构建编码练习库，然后让机器根据人工编

码模式进行自动编码，最后将机器编码与

人工编码相比较检验其效度; 无监督学习

法 ( un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s) ，不需
要人工事先编码，而是基于模型假设和文

本性质来分类并自动将文本分配到各类

别。第三种方法比较便捷，但容易混淆重
点，可以通过两项技术进行改进: 一是通

过混合成员模型 ( mixed membership mod-
els) ，将具体问题结构纳入分析以辅助分
类; 二是通过计算机辅助分类 ( computer
assisted clustering) 来探索众多潜在分类
方法。自动文本分析可以确保研究者便捷
地实现文本分类和定位，但仍需进一步完

善。格里默还总结了自动文本分析的四大
基本规律: 机器自动识别有很多不准确的

地方，但仍然在很多方面给学者提供了研

究便利; 自动文本分析不能取代学者的阅

读和思考; 没有一个最完美的自动识别方

法; 对自动文本分析结果的效度分析非常

重要。瑐瑣

斯拉瓦·米哈伊洛夫 ( Slava Mikhay-
lov) 分析了自动文本分析中编码和分类
的效度问题。在文本编码过程中，无论是
人工还是机器编码都容易产生效度问题:

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而不管是有监督、半监督还是无监督自动
编码都依赖于参考样本，从而导致编码和

分类中误差的存在。作者通过一个编码实
验来评估人工输入过程的信度。他利用欧
洲比较政党项目( 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CMP) 数据，利用卡帕( Kappa) 分析
法进行统计检验，发现无论是在单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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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整体位置的测度上，实验编码结果

和 CMP原始编码结果的一致性都比较低。
简言之，编码误差几乎超过了文本形成过

程和编码不一致所带来的误差。因此，在
利用自动文本分析对文本进行分类时，必

须注意到分类过程的信度和效度问题。瑐瑤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学中常见的对关

系型数据的分析方法。在大数据时代，随
着数据抓取能力的增强和处理复杂网络之

分析软件的出现，社会网络分析在研究领

域、研究方法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少
学者尝试利用该方法对政治选举、集体行
动、政治传播等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大数
据强大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的获取能

力，社会网络构建将变得更为丰富细致，

许多过去难以研究的问题会在数据可获得

性的基础上得到新的生命力，政治传播、
集体行动等研究将会取得新的进展。
罗伯特·邦德 ( Robert M. Bond) 等

人在《自然》杂志上发文比较了网络社
会网络和面对面社会网络影响政治行为的

路径。他们在 2010 年美国国会大选期间
对 6100 万脸谱网用户实施了一项发送政
治动员消息的随机控制实验，研究发现政

治动员消息直接影响着网民的政治自我表

达、信息搜寻和现实投票行为。值得注意
的是，政治动员消息不仅影响了接受者，

还影响了接受者的网友、网友的网友，而
这种社会传递效应对投票行为的影响要强

于直接效应，而传递效应主要发生在更可

能直接接触过的 “亲密网友”间，从而
凸显出政治行为中强联系的价值。瑐瑥

桑德拉·冈萨雷斯 － 贝隆 ( Sandra
González － Bailón) 等人讨论了线上网络
对征兵抗议演变的影响。他们以西班牙动
员浪潮中推特网络中的征兵抗议模式为

例，试图探讨新媒体如何影响抗议活动的

扩散，在识别征兵领导人的网络位置和信

息散布者的网络位置后，研究发现消息散

布者比征兵领导人更位于网络中心，对征

兵抗议过程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瑐瑦康伟
将数据抓取技术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结

合，探究了“7·23 动车事故”中网络舆
情传播的网络结构、节点位置和关键时点
等问题。他对与此次事故相关的个人微博
和机构微博信息进行了抓取，获得了主要

节点账户间的关注信息，构建了一个社会

关系网络，并对其密度、规模、结构等进
行了测量，探讨了网络传播在节点以及传

播上的一些特点。瑐瑧

可视化和空间分析

可视化是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

新趋势，是大数据应用最显著的效果之

一，更为优化的数据处理技术使得过去的

描述性信息可以变得更加直观，增强了对

数据信息的发现、跟踪、分析和理解，还
能够显著提高表达主题的吸引力和说服

力。此外，大数据可视化分析与传统统计
分析的区别在于它的动态性，其数据容

量、内容及更先进的处理方法都使得动态
可视化分析成为可能。
目前不少软件可用于可视化分析，海

杜普 ( Hadoop) 即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可
视化软件，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即时处

理，淘宝、百度等大型商业网站就利用海
杜普来完成每天数以亿计的访问量数据存

储、查询统计以及用户行为分析等。美国
环境系统研究所 (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ESRI ) 在开源网站基
哈伯 ( GitHub) 上共享了 “海杜普地理
信息系统工具” ( GIS Tools for Hadoop) ，
用户可以利用其对上亿条空间数据记录进

行过滤和聚合操作，在报告中嵌入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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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进行发布。然而，可视化分析在政治
学研究中的应用非常缺乏，因而相关技术

和方法普及是至关重要的。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密切相关，但具有

超出可视化的诸多功能。大数据卓越的数
据获取能力及网络化获取方法使得数据获

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理范围的限制，

能够同时获取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数据。
例如，百度迁徙可实时记录并分析中国人

口流动的方向、数量等信息，构建清晰美
观的全国人口流动图。俄罗斯工程师鲁斯
兰·艾尼基维 ( Ruslan Enikeev ) 利用
2011 年全球 196 个国家 200 多万个网站
链接将不同国家的网站流量信息构建了一

个网络星球 ( The Internet Map) ，每个星
球的大小根据其网站流量来决定，而星球

间的距离则根据链接出现的频率、强度和
用户跳转时创建的链接来确定。空间数据
的丰富与共享为政治学提供了将空间概念

引入政治学分析框架的新机遇，然而，受

到数据获取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限制，政治

学研究中空间分析的应用非常缺乏。

四、大数据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政治

大数据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穿透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为中国政治的研究者带来深刻而丰富的洞

见，并为其理论提供更强大的说服力。国
内外学者已经利用大数据方法在政治传

播、互联网政治、网络舆情治理和分析方
法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政治传播会通过影响人们对于特定事

件的认识和态度、塑造人们的价值观而进
一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报刊、
广播电视以及电子邮件、手机、网站、博
客等新媒体都是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在

一项针对报刊审查机制的研究中，作者通

过追踪《广州日报》和 《南方周末》从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6 月间的全部报道
来分析政府干预对于 “非典事件”曝光
的影响。他们发现，通过宣传部门委任报
刊主编、在各个层级发布指令和通告、传
播领导人在特定场合的直接指示是影响

“非典”曝光率的三种主要机制。瑐瑨另一项
研究通过收集几十万条新浪博客和校内网

的帖子，比较了两种网上社交网络的传播

特点。瑐瑩此外，有研究者对 2008 年 “汶川
地震”发生后天涯论坛一周内的 2266 个
主题帖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论坛在信

息、观点、行动、情感和社区建设等方面
的作用。瑑瑠

网络政治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网络

参与对实际政治行为的影响，它既可能成

为消除潜在社会不安的 “解压阀”，也有
可能成为酝酿激进行为的 “高压锅”。而
造成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网络讨论的时

点、议题选择和参与者本身的意图。乔纳
森·哈西德 ( Jonathan Hassid) 对 2198 个
博客从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11 月 7 日的
发帖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在涉及腐

败、环保、领土争端等由主流媒体发起的
议题时，政府对于参与者的评论、批评和
正式行动会表现得较为宽容，网络参与起

到了一种 “安全阀”效应; 而当议题超
前或涉及敏感领域，如城乡差异、宗教问
题时，过多讨论则会加剧社会紧张和不

安，发帖者也更可能遭到严格的审查。瑑瑡

另一项研究在分析了 2003 年、2005 年和
2007 年收集的调查数据后发现，互联网
使用与线上观点表达存在正向关系，而即

使存在政府审查，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也可

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增量的变化。瑑瑢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成为影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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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的重要因素，因而网络空间的政府

干预变得不可或缺。加里·金 ( Gary
King) 首创性地使用自动文本分析技术，
对 2011 年上半年 1400 多个网站的上百万
个帖子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将其归入不同

的议题领域。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议
题，审查机构对批评政府、领导人和政策
的帖子的删帖率较低; 而无论内容为何，

有可能导致集体行动或强化社会动员的帖

子成为政府审查的主要对象，即防止潜在

的集体行动是政府审查的主要动机。瑑瑣

五、大数据时代的政治学研究:
机遇与挑战

综上所述，大数据方法不仅为深入探

析选举政治、社会运动等传统政治现象提
供了创新性工具箱，更为挖掘信息时代的

信息政治、互联网政治等新生政治现象创
造了方法和理论视角。大数据方法对政治
学研究的核心贡献体现在研究方法创新和

学科发展两个领域。
大数据方法空前催化了政治学研究方

法的开拓创新，这反映在以下三个具体方

面: ( 1 ) 大数据方法革新了政治学研究
中数据获取与管理的既有模式。大数据方
法使得廉价便捷地获取总体数据而不是抽

样数据成为可能，更进一步拓宽了传统政

治学对数据的界定，历史文本、社交媒
体、多媒体等结构化、非结构化、关系型
的数据都成为研究对象。 ( 2) 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等数据分析学 ( data analytics)
的发展空前催化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

新，诸如自动文本分析、主题模型、情感
分析等前沿方法被及时应用于政治学研

究。 ( 3 ) 大数据方法强化了定量方法与
定性方法的对话。传统政治学研究中长期

存在的定量和定性方法分野有望在大数据

时代合流，大数据方法可以有效利用定量

技术分析大规模的定性资料，同时运用定

性方法来呈现和阐释定量分析结果。
此外，将大数据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研

究还极大地拓宽了政治学的学科界限和社

会价值。首先，大数据方法大规模地拓宽
了政治学的学科界限，将互联网、社交网
络、信息流和语义等纳入政治学研究范
畴，促使政治学与计算科学、信息科学、
传播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落到实处。其次，借助大数据方法与互联
网和可视化的无缝对接，大数据政治学的

研究成果得以实时、直观、平民化地传播
和普及，这不仅保证了政治知识的大众启

蒙和社会积累，更强化了政治学研究对现

实政治的直接影响。
总之，大数据方法在政治学等社会科

学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开发潜力。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已经启动了
利用大数据方法开展政府质量、政治传播
和互联网政治研究的项目，并取得了初步

成果。然而，将现有大数据方法应用于政
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也面临若干重要挑

战，明确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大

数据政治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大数据方法的数据测量面临严

重的信度和效度问题。雷泽尔在 《科学》
杂志上撰文指出，以谷歌流感趋势为代表

的大数据预测技术尽管有其价值，但仍然

存在不可忽视的预测误差，作者将其称为

“大数据分析的陷阱”。大数据分析的陷
阱主要源于所谓的 “大数据傲慢”，即研
究者假定大数据是传统数据采集和分析方

法的替代而不是补充。然而，大数据并不
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信度、效度和数据相
依等基本测量问题，大数据的核心挑战在

—45—

国外理论动态·2015 年第 1 期



于广受关注的数据信息缺乏科学研究的效

度和信度。瑑瑤

第二，大数据强调相关性而非因果性

的研究取向限制了其探究因果关系的能

力。在著名的 《大数据时代》一书中，
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 ( Viktor Mayer
－ Schnberger) 认为大数据时代相关关系
优于因果关系，相关性可以让我们在分析

某些现象的时候不用了解其内部运作机制

即可预测未来。然而，因果推论是科学研
究的最终目标，即利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来

了解我们未知的世界，而抽离因果关系是

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瑑瑥大数据缺乏发现
因果关系的优势，应该将其与实验设计和

观察研究相结合来获取有价值的知识。
第三，缺乏透明性和开放性极大地限

制着大数据方法的应用。商业机构和公共
机构掌握的大数据不仅涉及个人和商业机

构的隐私，还涉及利益分配等问题，数据

开放的前景尚不明朗。此外，出于经济和
政治利益的考虑，大数据提供者或使用者

经常性地调整数据算法 ( algorithm dynam-
ics) ，导致研究者不仅无法获得稳定且可
比的测量数据，更缺乏对数据生成过程的

基本知识。因而，很多学者倡导大数据提
供者应该确保基本的数据透明性。
第四，技术壁垒也限制着大数据在社

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应用大数据方法不
仅需要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存储技术，而且

需要开发数据分析学、预测分析学 ( pre-
dictive analytics) 等数据分析和计算技术。
毫无疑问，熟练掌握和应用以上技术对于

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因

而，强化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信息科学
的跨学科合作，培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数

据分析人才将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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